































①近人陈衍提出诗史“三元”之说：“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 ”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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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遥远荒僻。 “柳在唐时，为极边”。 ［4］（卷 28）刘禹锡乃先出刺播州，“诏下，御史中丞裴度奏曰：‘刘禹锡有
母，年八十余。 今播州西南极远，猿狖所居，人迹罕至。 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去不得，则与此子为死



































































































































































求。 惠洪《冷斋诗话》记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 问曰：解否？ 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
更切实反映了白氏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传诵效果而有意去迎合传播者喜好和口味的创作实际。 韩愈虽然
没有表现出如白氏强烈和执着的传播信念，但其雄奇险怪的诗歌风格形成后，韩门诗人的推崇附和、创作
趋同及后进小生的追捧跟风，无疑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和影响了韩愈创作中生新怪奇的审美
取向。 而且，元白、韩孟两大诗派成员赠答、唱和、联句等交往诗的创作，也因有特定的传播对象而在内容
和风格上不可避免受到读者因素的影响。 所以，在韩孟诗派雄奇险怪、元白诗派平易浅切之诗美风格的形
成中，传播、接受环节有促成和助长的意义存在。
〔责任编辑 王志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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